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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验研究考察了名人－目的地匹配度和被试

的个人卷入度对目的地态度的影响。自变量 1 为个人卷入

度，设置为高、低两个水平，同时为了与无名人代言情况相比

较，将自变量2命名为代言情况，设置名人与目的地匹配、不

匹配及无名人代言 3 个水平。结果表明：匹配、不匹配和无

名人代言 3 种情况的目的地态度在低个人卷入条件下均有

显著差异，而在高个人卷入条件下，以上 3 种情况的目的地

态度并没发生显著变化。简单效应检验进一步显示：不匹配

和无名人代言两种情形下，高卷入者比低卷入者的目的地态

度更积极，而在名人与目的地匹配时，高、低卷入者的目的地

态度无显著差异。文章还讨论了以上结论对目的地名人代

言策略的相关启示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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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名人，尤其是明星代言，作为旅游目的

地面向国内外市场进行形象推广的一种营销手段

愈加普遍，如中国杭州、乌镇、吴中、丽江、香港，韩

国、俄罗斯都曾分别启用女子十二坊、刘若英、韩

雪、孙俪、成龙、孙悦、陆毅等作为其形象代言人。

从实践角度来看，名人因早已被观众熟识，只需花

费少量认知资源就可以识别，从而有助于提高目的

地知名度。然而，毕竟目的地营销组织渴望实现的

一个战略目标是潜在旅游者的实际到访，而在实现

这一目标之前促使旅游消费者形成积极的目的地

态度则更为关键，因为目的地态度是旅游者到访决

策的一个重要前驱因素 [1]。那么除了吸引眼球之

外，名人代言是否能真正取得提升目的地态度的效

果便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与日益普遍的目的地名人代言实践相比，名人

代言效果的理论研究还很有限，国内学界多围绕目

的地名人代言的营销意义和如何选择代言人等问

题开展定性讨论[2-5]，刘红等于2013年才在名人代言

广告效果研究的理论框架下实证检验了明星代言

在目的地品牌价值构建中的作用[6]。国外旅游学者

也多在名人代言广告效果研究的理论背景下开展

实证研究，但目前成果也并不多见，现有国外研究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名人可信度视角出发，探索名

人的吸引力、可靠性以及专业性这 3项可信度来源

对目的地名人代言广告态度、目的地态度以及到访

意愿的影响[1,7-11]。事实上，名人作为广告信息源的

可信度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引起了社会心

理学、传播学、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营销等学科的

广泛关注，名人可信度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大量研

究结论的支持[12-15]。然而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相

关结论也表明，名人的可信度固然重要，但其积极

作用的发挥也有一定的约束和条件[16-17]，其中名人

形象与产品之间是否匹配（或一致）以及消费者个

人卷入度便是影响名人代言效果的两项重要因素，

名人与产品的匹配被认为是促成积极产品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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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变量，而个人卷入度则能够影响受众的信

息加工方式，进而造成代言效果的差异[18-19]。

对目的地名人代言而言，势必也会存在名人与

目的地之间的匹配问题，旅游消费者也很可能在不

同的卷入状态下对代言信息进行加工。鉴于名人-
目的地匹配和个人卷入度两项因素对名人代言效

果的作用尚未得到证实，本文将以明星为名人代言

人，以目的地广告为媒介进行实验设计，旨在对名

人-产品匹配和个人卷入度两项理论假说在目的地

名人代言情境中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同时也希望为

目的地做出有效的名人代言人选择决策提供参考。

1 相关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1.1 相关文献

国内外学者关于名人代言效果的探讨主要集

中于名人代言广告效果研究这一领域，对该领域相

关研究成果的回顾有助于为目的地名人代言效果

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1.1.1 名人-产品匹配与产品态度的关系

20世纪 7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注意到代言人与

产品的匹配问题，而名人-产品匹配之所以被突出

强调则是因为，名人因其优越的个人吸引力、知名

度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认可被认为是提高产品关注

度、品牌再认度的最佳有形线索，从而导致名人一

度被滥用于各类产品的广告之中。一些学者逐渐

对此种现象提出质疑，认为名人代言并不是对任何

产品类型都是有效的，尽管名人对品牌名称和广告

回忆水平有所贡献，但若代言的主要目标是促使消

费者产生积极的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那么就应该

对名人与产品的适合程度加以斟酌[18,20-21]。Kamins

在 1990 年正式提出了名人与产品的匹配假说

（match-up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当名人与产品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时，代言效果更佳。换言

之，欲提高说服效果，名人形象与产品特征之间应

保持一致[22]。Kamins的实验研究结论也表明，当名

人的形象和代言产品之间被感知具有较高相关性

时，产品的积极态度会增强[22-23]。Misra和Beatty也

发现，与品牌形象一致的名人比无关或不匹配的名

人能引发更好的品牌回忆和品牌喜爱程度 [24]。

Walker等也指出，名人形象与产品形象之间的紧密

关系有助于产生较佳的产品评价效应[25]。

由于名人和产品各自都在多个维度上具有自

身的特征，二者之间也会在多个维度上产生对应关

系，例如名人在为那些购买决策具有较高社会风险

和心理风险的产品代言时能产生更为积极的广告

态度和产品态度[18]。名人的性别与代言产品间也存

在合适程度的问题，女性名人代言具有阴柔特征产

品的效果便优于男性名人[26]。还有研究证实，相对

于功能性服务产品（如银行），享乐型服务产品（如

餐厅）在采用名人代言时获得了更为积极的产品态

度[27]。Till和Busler将名人的专业性作为名人－产

品匹配关系的一项来源并发现，被试对匹配与否的

感知显著影响产品态度[28]。名人-产品匹配对产品

（或品牌）态度的影响效应在国内一些学者有关名人

与产品档次[29]、名人与产品国别[30]匹配关系的研究中

也得到了证实。

1.1.2 个人卷入度与产品态度的关系

卷入度（involvement）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

重要概念，Sherif 和 Cantril 最早将自我卷入用于解

释和预测个人对说服（或相反意见）所持态度的变

化，并将个体的自我卷入度定义为个人对刺激或情

境与其自身相关程度的感知[31]。卷入度在说服效果

和态度改变方面的解释力也使其得到了广告效果、

购买决策等研究领域的重视[32]。由于关注视角存在

差异，学者们对卷入度概念的界定也有所不同，但

Zaichkowsky 认为，不同领域对卷入度的认识还是

存在一定的共识，即卷入度代表个体所感知到的产

品、广告和购买决策与个人之间的相关性（personal

relevance）[32-33]。在广告效果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采

纳个人卷入度（personal involvement）这一概念，将

其理解为个体感知到的某议题、情境或信息与自身

生活之间的相关程度[34]。基于这一理解，学者们通

过对各种前因变量的控制使被试处于某种卷入状

态之下从而实现对广告反应模式的观察。虽然在

休闲和旅游领域，卷入度也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探讨，不过其应用领域主要在于目的地选择行为[35]、

旅游市场细分[36-37]、目的地形象感知[38-39]、旅游者满

意度[37- 38, 40]、旅游者幸福感[41]等，这些研究主要从产

品卷入度（product involvement）视角来理解游客卷

入度，即旅游者对某一类型目的地或旅游活动所具

有的一种相对持久、稳定的态度和意义体系[42]。相

比产品卷入度，个人卷入度则具有较强的情境性，

是影响受众在面对特定劝诱信息时能否被吸引的

一项因素，因而在对目的地名人代言效果的研究

中，个人卷入度也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

由心理学家Petty和Cacioppo提出的精细加工

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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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个人卷入度解释广告如何影响消费者态度的

重要模型之一。ELM的主要假设是，消费者每天都

要面对大量的劝诱信息，对所有信息做深入加工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消费者会因个人卷入度的高低采

取两类不同的信息加工路径，即中央路径（central

route）和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高卷入度由于

增强了个体对产品与自身相关性的感知，从而导致

个体投入更多的认知努力，对广告中的产品属性信

息进行仔细评估，而此时信息源（如代言人）以及信

息传播形式等非直接与产品相关的信息对产品态

度的影响则被淡化，该信息处理方式被称为中央路

径。低卷入度情况下由于缺乏信息处理的动机，消

费者对产品信息做精细加工的可能性降低，而信源特

征以及信息传播形式等则成为影响个体态度的主要

因素，此时个体对信息加工采取的便是边缘路径[43-46]。

Petty和Cacioppo在将ELM应用于名人广告效

果研究中时证实了高卷入被试产品态度的改变主

要源于对广告中产品相关信息的加工，而代言人的

名人与非名人性质是造成低卷入被试产品态度变

化的主要原因[44]。Andrews和Shimp、Saleem等学者

所开展的名人广告效果研究也都印证了ELM的基

本假设[47-48]。还有学者发现，在一些并非以代言人

为信息源的广告信息加工以及网络购物行为之中，

消费者因个人卷入度的差异而经由不同信息加工

路径形成相应产品态度的现象同样存在[43,45,49-51]。以

上结论都说明个人卷入度对被代言产品态度的影

响是不容忽视的。

1.2 研究假设

由于本文尚属基于名人-目的地匹配度和个人

卷入度两个变量探讨目的地名人代言效果的初步

尝试，可依据的目的地文献较少，因此本文主要基

于上文名人-产品匹配和个人卷入度视角文献的相

关结论推导出目的地情境中名人代言与旅游者目

的地态度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假设。由文献可见，受

众的产品态度会因名人与产品匹配与否产生差异，

但此类结论普遍是在没有考虑个人卷入度的情况

下得出[22-30]。以ELM模型为代表的基于个人卷入度

的研究多发现，对于高卷入者，影响其产品态度的

主要是产品属性信息，名人代言人并不发挥显著作

用[44,46-48]。这样看来，匹配假说似乎在低卷入情境中

更为适用，因为低卷入者主要采取的是信息加工的

边缘路径，因而更容易受名人这一信息源的影响。

因而在目的地代言情境中可以初步推断，高卷入者

在名人-目的地匹配、不匹配两种情况下目的地态

度不会有显著差异，而低卷入者的目的地态度则会

产生显著不同。

此外，以往研究很少同时比较匹配、不匹配以

及无名人代言这3种情况下产品态度的变化。对于

目的地营销决策而言，了解匹配、不匹配以及无名

人代言时目的地态度的差异显然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按照ELM模型的主要观点，既然高卷入者的

产品态度不会因名人的出现而明显改变[44,46-48]，那么

无论在匹配、不匹配抑或是无名人代言时高卷入者

的产品态度可能都不会产生显著差异。同理，低卷

入者在以上3种情况下的产品态度则可能会体现出

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基于匹配假说，产品态度在匹

配时比不匹配时更积极，而在不匹配和无名人代言

两种情况之间，由于名人（尤其是明星）因体貌吸引

力、个性、声誉等方面的优越性对受众也具有一定

的说服效果[16-17]，因而低卷入者即便在名人-目的地不

匹配条件下还是可能会产生优于无名人代言时的态

度。综上，在目的地情境中，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对于高卷入者，名人与目的地匹配、不匹配

和无名人代言3种情况下的目的地态度之间无显著

差异

H2：对于低卷入者，名人与目的地匹配、不匹配

和无名人代言3种情况下的目的地度之间有显著差

异；目的地态度在名人与目的地匹配时比不匹配时

更积极；名人与目的地匹配和不匹配两种情况下目

的地态度都比无名人代言时更积极

以上讨论的是分别在高、低卷入度两种情况下

目的地态度因匹配、不匹配和无代言可能产生的差

异，那么在匹配、不匹配和无代言3种情况下，高、低

卷入者的目的地态度之间又可能发生怎样的变

化？根据现有文献，在名人-目的地匹配或不匹配

任何一种情况下，由于高、低卷入者采用的信息加工

路径不同，二者的目的地态度也可能存在差异[44,46-48]。

具体而言，当名人与目的地不匹配时低卷入者由于

采取信息加工的边缘路径，因此不匹配这一消极信

息的影响可能会促使其目的地态度发生消极变化，

而根据ELM的解释，此时高卷入者目的地态度的变

化方向则主要由作为广告证据的目的地属性信息

的说服力决定，当目的地属性信息具有较强说服力

时高卷入者便会产生积极态度，反之目的地态度则

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但通常情况下，无论是目的

地还是任何企业组织，其广告等宣传材料中无疑都

更倾向于使用积极的信息对其产品或服务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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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加以描述并以此说服受众。出于这种实践考

虑，本文暂且只考虑向所有被试呈现较有说服力的

目的地属性信息作为广告证据，在这种同等的条件

下，可以推断：

H3：当名人与目的地不匹配时，高卷入者比低

卷入者的目的地态度更积极

在名人与产品匹配这一情况下高、低卷入者的

产品态度有何差异现有文献并没有给予直接证明，

不过根据佩蒂和卡西奥普开展的两项实验研究的

结论，对强证据进行精细加工的高卷入被试和受名

人积极效应影响的低卷入被试的产品态度没有体

现出显著差异[44-45]，据此本文认为：

H4：当名人与目的地匹配时，高卷入者与低卷

入者的目的地态度无显著差异

在无名人代言情况下，根据ELM模型的观点，只

有高卷入者才会对产品属性信息进行精细加工[44]，因而：

H5：当无名人代言时，高卷入者比低卷入者的

目的地态度更积极

2 实验设计

本文以明星为名人代言人，以目的地广告为媒

介，采取 2×3的双因素完全随机设计进行实验研究

（表 1）。自变量 1为个人卷入度，包含高、低两个水

平。为了与无名人代言时的目的地态度进行对比，

自变量2命名为代言情况，设置3个水平，即名人与

目的地匹配、不匹配及无名人代言。

2.1 实验材料

2.1.1 名人代言人的选取

代言人通过对学生的前测来产生。为了保证

明星在学生群体中的知名度，首先在校园中进行问

卷调查，请学生写出喜欢和不喜欢的大陆明星。共

发放问卷 130份，根据调查结果选择在喜欢之中提

及率较高并且在不喜欢中出现次数最少的范冰冰

作为明星代言人，此做法是为了尽量使被试对明星

的观点保持在一致的水平上，从而避免因明星好恶

的较大差异给实验结果造成影响。

2.1.2 名人与目的地匹配和不匹配组合的选取

首先由笔者与 10名学生座谈初步判断一个海

滨型目的地和一个自然保护区型目的地与代言人

能够形成匹配和不匹配的组合。之后通过问卷前

测以确定两个组合是否可用，这一环节同时对两个

类型目的地的产品卷入度（而非个人卷入度）进行

测量，使用 McQuarrie 和 Munson[52]的含 8 个问项的

产品卷入度量表对40名学生施测，目的是判断学生

对两类目的地是否有明显的兴趣差异，因为产品卷

入度是对某产品类型相对稳定、持久的兴趣状态，

如果被试对作为实验刺激的两个目的地原本就存

在显著的兴趣差异，那么实验将失去意义。考虑到

目的地原生或引致形象对目的地态度的影响，目的

地图片皆为难以清晰辨认其来源地点的图片并采

用虚拟目的地名称。由另外 60名学生判断两个名

人-目的地组合各自的匹配程度，具体采用Kamins

和Gupta所提倡的总体水平（overall level）上的匹配

度测量方法[53]。根据Kamins和Gupta的观点，由于

被试很可能从外貌、年龄、知识、个性特征等多个层

面来评价名人与产品之间的匹配程度，但单从考察

匹配度这一变量效应的实证研究角度出发，测量总

体水平上的匹配度较为适切。因为如果研究人员

预先限定了匹配关系的来源因素则有可能提高了

研究者对被试感知过程的主观干预程度。本文的

主要研究目的也是探索匹配度这一变量是否对目

的地态度有所影响，而对于名人和目的地双方的哪

些因素导致了匹配与否的感知结果则有待今后开

展专门研究加以考察。因而本文借鉴 Kamins 和

Gupta[23]、Till和Busler[28]的做法，使用含“协调-不协

调”、“符合-不符合”、“相关-不相关”、“匹配-不匹

配”4个两极问项的7分语义差异量表对名人-目的

地匹配度进行测量（分值越高匹配程度越低）。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两个目的地的产品

卷入度无明显差异（M 海 滨 =2.8，M 自 然 保 护 区 =3.3，

t（78）=-1.449，p>0.1）。单一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

海滨目的地组合匹配得分显著低于4（M 海滨组合=1.7，

t（59）=-36.093，p<0.05），表示名人与目的地之间匹

配。自然保护区目的地组合得分显著高于4（M 自然保

护区组合=6.2，t（59）=30.447，p<0.001），代表名人与目的

地不匹配，两组合可用。以上所使用产品卷入度、

匹配度量表α值分别为0.93、0.76。

表1 实验设计

Tab. 1 Experiment design

实验组别

Groups

1

2

3

4

5

6

自变量水平 Level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个人卷入度

Personal involvement

高卷入 High

高卷入 High

高卷入 High

低卷入 Low

低卷入 Low

低卷入 Low

代言情况

Endorsement type

匹配 Match-up

不匹配 Mismatch

无代言 No endorser

匹配 Match-up

不匹配 Mismatch

无代言 No endor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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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目的地属性信息的设计

借鉴Andrew和Shimp、Petty等[44,47]的做法，首先

由 30名学生分别列出在考虑赴海滨和自然保护区

开展旅游活动时认为重要的目的地属性，由笔者将

两个目的地各自提及率最高的8个方面设计成具有

正面积极意义的描述信息。经 38名学生采用 7分

李克特量表（1=没有说服力，7=有说服力）对每一条

信息的评估，8条海滨目的地属性信息平均值在5.2

至 6.5之间，8条自然保护区属性信息平均值在 6.3

至6.8之间，表明信息表述内容具有较高的说服力，这

些信息也将被附于广告中。最终的广告材料采用黑

白印刷体（篇幅所限广告具体内容不能予以显示）。

2.2 被试和实验过程

共征集180名本科生参与实验，女生102名，男

生78名。实验于大型阶梯教室中进行，被试被随机

分配到6个实验组，每组均为30人，共有4名硕士研

究生协助完成实验。实验分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

广告浏览。为了掩盖实验目的，向被试宣告此次调

查是对当地某旅行社的宣传单进行评价。在广告

首页对个人卷入度进行控制，借鉴Apsler和Sears[54]、

Wright[55]以及Petty等[44]的做法，向被试提供背景信

息以提高购买决策与被试自身、家人或朋友在时

间、精力和财务状况方面的相关性。具体做法是告

知高卷入组被试旅行社为扩大宣传和拓展市场规

模将向被试提供广告中目的地的景区内消费代金

券，并可在问卷填答后向调查者索取，而对于低卷

入组则无此背景信息。广告首页还附有McQuarrie

和Munson的产品卷入度量表，要求被试回答“你觉

得去海滨目的地/自然保护区开展旅游活动 ？”

（此问题用于检验目的地产品卷入度控制的效果）。

第二个环节是问卷填写，要求被试在不重新翻

阅广告的情况下作答。问卷共 8个问题，问题 1~3、

问题 5~8目的在于对实验控制进行检验，问题 4对

目的地态度进行测量，除问题 1外均采用 7分语义

差异量表。问题 1、问题 2 用于检验个人卷入度控

制，其中问题 1要求被试回忆目的地名称和目的地

属性信息。问题 2测量浏览广告的投入程度（1=非

常投入，7=非常不投入）。问题3是匹配程度量表填

答（此问题只针对有名人代言的4个实验组，量表与

实验材料选取阶段相同）。问题4要求被试在包含4

个问项的两极量表（令人愉快-令人不愉快、喜欢-
不喜欢、支持-不支持、积极的-消极的，量表来源于

MacKenzie 和 Lutz[56]）上表达目的地态度（1~7 分表

示态度由积极向消极的过渡）。问题5向被试再现8

条目的地属性信息并请被试对每一条信息的说服

力进行评价（1=没有说服力，7=有说服力）。问题6、

问题7分别询问被试是否知道广告中目的地具体是

哪以及代言人是谁。问题8使用奥海宁（Ohanian）[14,15]

用以测量名人个人吸引力的5个问项检验4个有名

人代言组对名人吸引力的感知是否有差异。待所

有被试完成问卷后由笔者和4名研究生开展访谈以

初步探索匹配或不匹配何以导致相应态度的深层

原因以便为后续研究搜集定性资料，之后向被试宣

告调查结束并澄清实验真实目的。

3 实验结果

3.1 实验控制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证实目的地产品卷入度不存在

显著差异（M 海滨=2.8，M 自然保护区=2.9，t（178）=-0.486，

p>0.1）。单一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匹配与不匹配

的感知得分与中值 4存在显著差异，匹配组显著低

于 4分（M 匹配=1.8，t（59）=-30.608，p<0.001），不匹配

组显著高于4分（M不匹配=6.0，t（59）=17.533，p<0.001）。

对个人卷入度控制的检验参照3个指标，即广告浏览

投入程度、正确写出目的地名称的人数和回忆出的目

的地属性信息条目数。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高

卷入组广告浏览投入度显著高于低卷入组（M高卷入组=2.1，

M 低卷入组=5.7，t（178）=-25.020，p<0.001）。目的地名

称回忆方面，高、低卷入组并没有体现出十分明显

的差异，90位高卷入被试中78人正确写出了目的地

名称，90位低卷入被试中有67人答对，经查看60人

皆为有名人代言组，这说明名人的出现提高了目的

地名称被记住的可能性。

由于被试在回忆信息条目时往往给出的只是

一些不完整的语句或词组，因而在计算被试回忆的

信息条目数时，由多名人员依据广告信息内容对被试

写出的不完整语句或词组进行归类，最终计算出每人

的条目数。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高卷入组信

息条目数明显高于低卷入组（M高卷入组=5.4，M低卷入组=1.5，

t（178）=26.850，p<0.001）。在回忆出的目的地属性

信息内容方面，高卷入组被试总体上覆盖了两类目

的地广告各自的 8条属性信息，其中就保护区广告

来看，被试给出的“湿地”或“生态系统”等词语属于

第 1条属性信息，“生物之窗”或“世界生物之窗”等

属于第 2条，“鸟类天堂”或“鸟”等属于第 3条，“珍

奇植物”“植物”及“珍贵植物”等属于第4条，“摄影”

或“拍照”等属于第 5条，“动物知识讲堂”或“讲堂”

等属于第 6 条，“讲解员”属于第 7 条，“纪念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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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商店”等属于第8条。就海滨目的地广告来

看，“砂质”“海水”或“海水清净”等属于第 1条，“泰

式按摩”“韩式按摩”或“按摩”属于第 2 条，“露天

Bar”或“Bar”属于第 3条，“免费遮阳伞”或“免费躺

椅”等属于第4条，“水上摩托”“帆船”或“橡皮艇”等

属于第5条，“沙滩排球”等属于第6条，“晚会”等属

于第 7条，“野外拓展训练”等属于第 8条。低卷入

组被试主要覆盖了两类目的地广告属性信息中的

前 3条，其中分别属于两类广告第 1条信息的词语

较多，例如“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

“生物之窗”“鸟类天堂”“海水”“按摩”等，少数被试

还同时提及了“Bar”“鸟类天堂”等属于两类广告第2

和第3条属性信息的词语。以上也说明本文采用的

高、低卷入度控制方法是较为有效的。

在目的地属性信息说服力得分方面，8条海滨

目的地属性信息平均值在 5.8至 6.4之间，8条自然

保护区属性信息均值在6.0至6.7之间，表明目的地

属性信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问题6、问题7的答案

说明被试并不知道广告中的目的地具体是哪并且都

知道该明星代言人是谁。最后4个有名人代言组对名

人吸引力的感知无显著差异（M高卷入匹配组=2.2，M高卷入不匹配组

=2.4，M低卷入匹配组=2.8，M低卷入不匹配组=2.5，F（3,116）=1.30，p>

0.1）。检验所用产品卷入度、匹配度、名人吸引力量

表α值分别为0.94、0.97和0.93。

综合以上结果，实验控制还是比较有效的，虽

然目的地名称回忆说明名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唤起了被试的个人卷入度，但也仅限于对目的地名

称的关注，并没能引发被试对目的地属性信息进行

精细加工。

3.2 假设检验

采用 SPSS 20.0 处理数据，具体运用单变量双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表3和图1所示，代言情

况主效应显著（F（2,174）=16.28，p<0.001），说明代

言情况对目的地态度有显著影响。个人卷入度主

效应亦显著（F（1,174）=36.11，p<0.001），说明被试在

个人卷入度高、低两个水平上产生了具有显著差异

的目的地态度。代言情况与个人卷入度的交互效

应显著（F（2,174）=6.67，p<0.01），表明个人卷入度和

代言情况两个自变量共同对目的地态度产生影响。

表 3为自变量各水平下目的地态度的均值，结

合图 1可以大致判断个人卷入度高、低水平和不同

代言情况下目的地态度是存在差异的，然而这些差

异是否在统计上有显著意义还需进一步对数据进

行简单效应检验（simple effect）方能定论。

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在高卷入条件下，匹配、

不匹配和无代言时目的地态度之间无显著差异，因

而假设 1得到证实。但在低卷入条件下，部分数据

分析结果出乎本文意料，即虽然有名人代言，但名

人与目的地不匹配时的目的地态度却比无名人代

言时发生了消极变化，除此之外，匹配、不匹配、无

代言3种情况下目的地态度有显著差异以及匹配比

不匹配时目的地态度更积极的推断得到了数据结

果支持，因而假设2部分得到了证实。

图 1 和表 4 还反映出，不匹配和无代言两种情

况下，高卷入者的目的地态度得分都显著低于低卷

入者（分值越低态度越积极）。而在匹配条件下，高

卷入者与低卷入者的目的地态度得分并没有体现

出显著的差异，故而假设3、假设4和假设5被证实。

4 结论及讨论

4.1 研究发现

本文通过实验研究，重点分析了名人-目的地

匹配和个人卷入度两项因素对目的地态度的影

表3 不同自变量水平下的目的地态度均值

Tab. 3 Mean scores of destination attitude under different level of each independent variable

自变量水平

Level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目的地态度均值

Means of destination attitude

高卷入度

High involvement

匹配

Match-up

2.70

不匹配

Mismatch

3.08

无代言

No endorser

2.90

低卷入度

Low involvement

匹配

Match-up

2.89

不匹配

Mismatch

4.61

无代言

No endorser

3.93

表2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Tab. 2 The results of doub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s

（I）代言情况

Endorsement type

（J）个人卷入度

Personal involvement

（I）×（J）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2

1

2

F值

F-value

16.28

36.11

6.67

显著性

Sig.

0.000*

0.000*

0.002**

注：* p < 0.0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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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以往的名人代言效果研究中，围绕名人-产
品匹配和个人卷入度所开展的研究分属两个理论

支流，却很少有研究同时考察名人-产品匹配度和

个人卷入度对代言效果的影响效应，而在现实的营

销策略中（例如名人代言广告）这两项因素的潜在

效应却可能同时存在。本文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

在旅游目的地情境中同时分析了名人-目的地匹配

和个人卷入度两项因素对目的地态度的影响。通

过这一研究本文以目的地态度为指标验证了Petty

和Cacioppo基于个人卷入度提出的ELM模型对目

的地名人代言效果解释的有效性，同时也说明名

人-产品匹配假说在低卷入度条件下是成立的。在

目的地情境中，总体来说，名人代言是否会对目的

地态度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要视名人与目

的地的匹配关系以及受众的个人卷入度水平而定，

具体而言：

首先，名人与目的地匹配与否对低卷入者的目

的地态度影响更显著，其中，名人与目的地匹配时

的目的地态度比不匹配和无名人代言时更积极，而

不匹配与无代言时目的地态度的差异与假设2的推

断有所出入，即虽有名人出现，低卷入者的目的地

态度还是因名人与目的地不匹配产生了消极变

化。虽然本实验的事后访谈环节并非为检验研究

假设而专门设置，但所得资料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解释上述现象，来自不匹配且低卷入组的被试会

使用“有点别扭”“不该选她做代言”“这个地方怎么

会用她代言？”等质疑性语言表达看法，因此这种错

选代言人的做法本身很可能足以使被试对目的地

产生了不认同的态度。Mowen曾运用平衡理论来

阐释消费者、代言人以及产品之间的三边关系，即

当消费者对代言人有好感而同时代言人又能与产

品恰当结合时推荐效果是最显著的，但当三者之间

处于不平衡状态时，受众心理上会产生一种焦虑状

态并促使其对代言人或产品的态度做出调整以重

归平衡[57]。虽然本实验并未测量被试对名人态度的

变化，但目的地态度的消极变化这一现象已得到确

认，说明名人-目的地不匹配导致了被试对目的地

态度做出了消极调整。此外，被试将名人代言视为

目的地产品的典型使用者，而不协调的代言关系则

可能扭曲了被试对目的地旅游体验价值的原有理

解，从而导致态度的消极变化。鉴于以往名人-产
品匹配研究很少对不匹配与无代言时的感知结果

表4 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汇总

Tab. 4 The results of simple effect test

自变量水平

Level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个人卷入度

Personal

involvement

代言情况

Endorsement type

高 High

低 Low

不匹配 Mismatch

匹配 Match-up

无代言 No endorser

（I）个人卷入度 / 代言情况

（I）Endorsement type /

Personal involvement

不匹配 Mismatch

匹配 Match-up

无代言 No endorser

不匹配 Mismatch

匹配 Match-up

无代言人 No endorser

高 High

高 High

高 High

（J）个人卷入度 / 代言情况

（J）Endorsement type /

Personal involvement

无代言人 No endorser

不匹配 Mismatch

匹配 Match-up

无代言人 No endorser

不匹配 Mismatch

匹配 Match-up

低 Low

低 Low

低 Low

均值差

Mean difference

（I-J）

0.183

-0.383

0.200

0.683*

-1.725**

1.042**

-1.525**

-0.183

-1.025**

显著性

Sig.

0.864

0.378

0.831

0.030

0.000

0.000

0.000

0.486

0.000

注：* p<0.05，**p<0.001。由于目的地态度测量采用7分语义差异量表，1~7分表示态度由正面积极向负面消极过渡，故而（I-J）结果为负

值时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目的地态度更积极。

图 1 代言情况和个人卷入度对目的地态度的影响

Fig. 1 Impact of endorsement type and personal
involvement on destination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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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造成上述现象的具体原因还有待今后研

究做进一步澄清。相比之下，在不同代言情况下，

高卷入者的态度都较为稳定，正如 ELM 的主要观

点，在高卷入状态下，受众很可能会采用中央路径

对目的地属性信息进行加工，从而形成相应态度。

其次，本文结论也反映出了匹配、不匹配和无

名人代言 3种情形下高、低卷入者目的地态度之间

的差异情况。由于呈现的目的地属性信息较有说

服力，不匹配和无名人代言时高卷入者的目的地态

度都比低卷入者更积极。而在名人与目的地匹配

时，高、低卷入者的目的地态度并无显著差异，这说

明虽然匹配和有说服力的目的地属性信息在信息

类型上有所不同，但由于二者都具积极意义，因而

对目的地态度产生了正面强化作用。

4.2 营销启示

从目的地营销实践角度看，对于高个人卷入

者，显然提供令人信服的目的地属性信息更可能获

得较好的营销效果。但目的地很难保证如实验设

计那样灵活地设计相应方法随时对受众的个人卷

入度水平加以控制，因而对于更多处于一般卷入水

平的受众来说，采用名人代言仍不失为一种改善受

众目的地态度的可行方案，但重点是目的地在选择

名人代言人时应充分考虑名人与目的地之间的匹

配关系。诚然，目的地想要找到适合所有细分市场

的名人代言人并非易事，但在做出选择决策之前针

对一定的市场范围对备选代言人与目的地之间的

感知匹配度进行测评则十分必要。本文为了验证

名人-目的地匹配度对目的地态度的影响效应采用

了总体水平上的匹配度测量方法，在实践中，目的

地可以具体围绕名人的性别、职业、外貌吸引力、声

誉、个性、气质等特征与目的地自身特点之间是否

匹配对受众的感知开展调查，从而找出影响受众态

度的关键因素，从而一方面可以围绕该因素（或几

个因素）锁定备选代言人，另一方面围绕这些因素

进行相应宣传信息的设计。

要达到更为理想的营销效果进而促使旅游者

付诸行动，目的地营销组织还应注重名人代言人特

征、目的地形象定位以及旅游者利益诉求三者之间

的协调关系。消费者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塑造

是影响消费决策的一项重要因素[58-60]，旅游目的地

相关研究也对自我形象塑造在旅游者的目的地选

择和评价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关注，并得到了一些

肯定的证据[61-62]。因而，目的地营销组织在选择与

自身匹配的名人代言人的同时也应兼顾代言人对

主要目标市场群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此外，在目

的地逐渐走上品牌化道路的背景下，名人代言也构

成了目的地树立特定品牌形象和品牌个性的一项

策略选择，不过在考虑到目的地所欲打造的品牌形

象也可能因潜在旅游者多样化的信息搜索途径而

发生异化[63]，因而目的地应尽量做到名人代言与多

种宣传渠道之间的相互配合。

4.3 局限与展望

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初步验证名人－目的地匹

配与否的感知是否会影响目的地态度，并没有深究

名人与目的地哪方面的匹配或不匹配导致了相应

的目的地态度，未来研究可以对此问题展开具体探

讨。另外，匹配度和个人卷入度很可能是包含多个

水平的区间，因此有必要在更多变量水平上观察目

的地态度的变化趋势。再有，本文只考察了目的地

态度这一个因变量，而诸如广告态度、到访意愿等

同样也是测评名人代言效果的重要指标，今后研究

有必要加入这些变量并揭示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

在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全面地评估目的地名人代言

效果。最后，虽然采用学生样本能够尽可能保持样

本之间的同质性，从而保证了内部效度，但由于学

生在年龄、经济条件等方面的独有特征也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使研究结论的普

适性受到限制，因而今后可在现实环境中对本文结

论做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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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elebrity Endorsements on 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Tourist Destinations?
Based on Celebrity-destination Match and Personal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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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China increasingly are seeking to enhance their publicity efforts
through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by Chinese celebrities. We examined whether the attitudes of target
audiences toward a destination will change when a celebrity is employed for advertising purposes; and
if such changes occur, we sought to find out what specifically they are. Compared with this increasing
practice in marketing, the study of the effect of celebrity endorsement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Existing
studies place great emphasis on the impacts a celebrity’s personal attributes have on the target audience’s
reaction toward the advertising (e.g., attitude toward the advertisement, attitude toward destination, and
intent to visit), and ignore other important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effects of celebrity
endorsements, such as celebrity- destination match and the degree of personal involvement. The
audience has dur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ncerning the endorse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 of levels of celebrity-destination
match and personal involvement on tourists’attitudes toward destinations. We used a 2 (personal
involvement: high or low) × 3 (endorsement type: match- up, mismatch, or no endorser) between-
subjects desig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udy subjects’attitudes toward destinations when they
had a low level of involvement significantly differed among the match-up, mismatch, and no-endorser
scenarios. Specifically, with low involvement, when the celebrity and destination matched, attitude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no- endorser scenario, and attitudes in the no- endorser
scenario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in the mismatch scenario. In comparison, attitudes when there
was high involvement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three scenarios. The result of a simple
effects test also implied both attitudes (when there was high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the match-up and
no-endorser scenario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when there was low involvement; while in
the mismatch scenario,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ttitudes when there was both
high and low personal involvement.

These results ha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rom a theoretical standpoint, we
examined the validity of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in a destination celebrity endorsement
scenario by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both celebrity- destination match and personal involvement on
tourists’attitudes, and showed tha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tch-up hypothesis holds up under the low-
involvement scenario. From a marketing standpoint, we suggest that the 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 (DMO) conduct a survey to understand which celebrity attributes (e.g., age, sex,
profession, personality, reputation) affect audiences’perceptions of the level of the match between
celebrity and destination. The DMO can then determine who are the more ideal endorsers and design its
promotional efforts accordingly. More fundamentally, to improve marketing outcomes, it is important
to ensure a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among celebrity attributes, destination image positioning, and
tourists’interests. Finally, considering that an undesired destination image evolution may occu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ourists receive information, the DMO should integrate
different marketing channels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delivered through them transmits the same
image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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